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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移民会馆的形成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兴起过程与家祠、神庙关系密切，
经过不同阶段的持续“层累”之后，才形成了我们如今看到的“馆庙一体”“一馆多庙”的格

局。 家祠、神庙与会馆的互动过程，直接反映了清初以降西南地方权力转移和移民在地化

等历史节点的关键信息。 东川府府城会泽县是中国“会馆最多的县城”，而湖广会馆是会泽

县“八大会馆”之中建立时间最早、规模最为宏大者，其兴起过程见证了东川府铜矿业的日

趋繁盛，其运作机制的变化亦折射出清前期“新辟夷疆”的地方权力变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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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在写作《中国会馆史论》时曾坦言，在其于北美所涉猎过的三千余种方志中，极少有会馆

出现在方志的目录中，“方志中会馆的资料类皆隐藏在坛庙寺观等卷。 江西、福建、广东、两湖、陕西

会馆通常称作‘万寿宫’‘天后宫’‘南华宫’‘禹王宫’ ‘武圣宫’。”①或许正是因为会馆这一社会组

织的兴起和发展与坛、庙、寺、观等常常相伴相生、纠缠不清，部分学者逐渐把会馆和特定的神庙对应

起来，把神庙简单理解为会馆的“别称”，有的学者在统计某地会馆数量时，甚至直接把区域内所有祠

庙都理所当然地作为会馆。②另有学者在研究会馆时，把神庙出现的时间作为会馆建立的时间，③这

些把会馆与神庙等同起来的研究，极易陷入线性史观“以今度古”的泥淖。
关于会馆发展演进问题的研究，作为明清会馆研究的“四大论题”之一，④向来是明清社会经济

史、会馆史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之一。 何炳棣、王日根等学者已经对会馆的起源时间进行了严谨考

证，⑤基本上，会馆形成于明初到明中叶已经是学界的共识。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化和细化，学者开始
关注会馆内部的变化，如王日根从形成、兴盛、蜕变三个阶段勾勒出明清时期会馆的动态发展概况；⑥

吴慧辨析了团行、会馆、公所等商人组织的性质，并对其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⑦黄忠鑫在对福州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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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察中，认识到神庙与会馆之间具有过渡性，早在会馆尚未建立以前，客商就以神庙作为“商业基

地”。① 这些研究为笔者的思考提供了诸多启发，但总体上来说，既有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视角上，
重视宏观勾勒，较缺少具体地方的深入考察；②时间上，注重会馆建立后与公所等形式的前后演变关

系，较少对会馆形成初期之形态进行探索。 笔者以为，选取部分移民会馆作为切入点，深入到其所在

地进行考察，了解会馆形成初期更多的组织形态，从而认识会馆作为一种自发性极强的社会组织是

如何落地生根并在基层社会中发挥其影响力，或许不失为一种必要的尝试。
目前对清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会馆研究较少，而基于经济功能的解释也不足以覆盖“夷疆”的会馆

史。 移民到达“新辟夷疆”之后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会馆的？ 为何会馆内部除了供奉原籍神祇之外，
还供奉其他神祇？ “馆庙合一”“一馆多庙”的格局如何形成？ 神庙系统中的住持、僧人等与会馆系统

中的客长、首事等群体之间又是如何进行互动的？ 对于这些进一步细化的问题，尚有待明晰。 基于

此，本文拟以“新辟夷疆”的典型代表、清代滇铜最重要的产区———云南东川府为例，利用田野中搜集

到的会馆志书、碑刻、土地垦照、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追溯会馆内部的历史变迁和权力转移过程，在
对会馆的演变进行历时性梳理的基础上，窥其内貌，尝试探索以上问题。

一、清代东川府概况及现今湖广会馆的文本表达

清代的东川府位于滇、黔、川三省交界的滇东北地区，以铜矿著称，史载：“滇地多产铜，而东郡

汤、大两厂所产甲于诸郡……京局鼓铸之供，东川为最。”③在清代产铜最旺的时期，云南每年铜产量

成为清政府铸钱所用铜料的主要来源地，当时云南“所铸出的钱约占全国铸钱额的百分之八十至九

十”，而东川府是云南最为重要的产铜区，④铜矿业的兴盛自然吸引了大量人口前来投资和就业，其中

“最大的厂多至十万人”。⑤ 与此同时，与铜矿业相关的伐木、采煤、烧炭、运输、米粮、油盐、布帛、铁
具等其他产业也被催发，⑥东川府一时间“民夷商贾，四方辐辏”。⑦ 另一方面，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
东川禄氏土司“献土改流”、⑧雍正四年（１７２６）东川“由川隶滇”、⑨雍正八年“讨平夷乱”○I0等事件之

后，东川府成为“新辟夷疆”，○I1在一系列招垦措施的鼓励下，旁郡、邻省之人亦源源不断迁居东川。
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使得清代东川“会馆云起”，如今的东川府府城会泽县亦成为中国“会馆最

多的县城”。○I2 在东川府的所有会馆中，湖广会馆“规模最大”，○I3被称为“会泽八大会馆之首”。○I4 在

现今的文本中，湖广会馆又被称为禹王宫、东岳庙、寿佛寺等，其布局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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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现今的东川湖广会馆简图

总之，现今的湖广会馆是一个“馆庙一体”“一馆三庙”的综合体，其中的每一个神庙都可作为湖

广会馆的“俗称”“他称”“别称”，而每个庙除了祭祀的神祇不一样，其他并无二致。 如果把三个神庙

分别标记为 Ａ１、Ａ２、Ａ３，把会馆标记为 Ｂ 的话，则现今文本中的神庙与会馆之间是 Ａ１ ＝ Ａ２ ＝ Ａ３ ＝ Ｂ
的关系。① 这种格局的形成，以及关于湖广会馆和东川府历史的文本和表达，正是本文关注的不同时

期历史事件不断累积后的结果。 下文中，笔者将以东川湖广会馆的形成和运作为主线，窥视清前期

西南移民社会的历史。

二、亦祠亦庙：移民到达之初建立的社会组织

东川湖广会馆作为一个移民性质极强的同乡会馆，研究其历史演变，无疑需要从移民入手。 有

观点认为湖广会馆首建于明末，②这恐怕与事实有所出入。 在笔者目之所及的史料中，没有任何关于

明代东川湖广会馆的记载，且东川府于康熙三十八年才开始改流，汉人和客民数量寥寥可数。 康熙

三十九年，“府城内汉民二十余户，客民百余户，悉无家室，去来无定。”③至雍正五年，东川府仍“夷多

汉少”，④“新经改归，俱系夷户，并未编丁”。⑤ 换言之，直到雍正年间，东川府的客民数量极为有限，
故几乎不可能于明末在府城建有湖广会馆。 我们无法确定湖广客民进入东川的具体时间，但结合东

川地方社会发展的实际，一定规模的客民群体形成应该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东川改流之后。
关于早期到东川的湖广移民之生活状态，最早的记录见于《东川湖广会馆传书》⑥中的一份讼

词，其中有云：“蚁等楚民托庇治邑，建立家祠，人人捐资，童叟有分。 每虞常住之歉薄，恒虑香火之不

继，岂忍任听侵占、坐视剪灭，为后人唾骂，致神明阴谴者哉？”⑦这份讼词以湖广客民的口吻来追忆他

们初到东川时的状况，言辞恳切，虽寥寥数语，却提供了早期移民生存状态的丰富历史情境：第一，来
自湖广的移民自称为“楚民”，他们到了东川之后，首先建立的并不是会馆，而是家祠。 第二，建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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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本普遍出现在当代学者特别是一些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论著中，在当地文旅部门的宣传资料中亦较常见。 参见梁晓强

校注：《〈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校注本》，云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６９ 页；卞伯泽：《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第 ７１—８３ 页。
吴丹：《清以来会泽会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６、２５ 页；黄滢、马勇主编：《中国最美的古城：古城格

局、古建筑保护与营销推广》，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３１４ 页。
乾隆《东川府志》卷 ８《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 １０ 册，第 ６６ 页。
《清世宗实录》卷 ６１，雍正五年九月庚辰，《清实录》第 ７ 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影印本，第 ９４２ 页。
雍正《云南通志》卷 ９《户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５６９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２６３ 页。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共 ６ 卷，卷 １ 和卷 ５ 已不知所踪，卷 ２、卷 ３、卷 ４、卷 ６ 现藏于云南省会泽县图书馆。 关于其成书时间，

会泽县文史工作者卞伯泽有“乾隆四十七年”和“乾隆四十八年”两种说法（详见卞伯泽：《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第 ４３８ 页），
但笔者发现，卷 ３ 之《东川湖广会馆传书跋》的落款时间为“乾隆甲辰岁元旦后十日”，“乾隆甲辰”实为乾隆四十九年，结合此处落款

时间及卷 ６ 之《催收功德尾欠并议修葺传书壁单》，笔者认为该书的成书时间应为乾隆四十九年。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拖罗田地·县主批详》，第 ２３ｂ 页。



祠的资金来自于“人人捐资，童叟有分”，即男女老幼自行捐资，结合地方社会当时的发展实际，这种

家祠组织应该是民间色彩比较浓厚的一种自发性组织，且应该是一种由不同姓氏的移民组建的异姓

家祠。 第三，这个众人捐资建立的家祠，有自己的“常住”产业（即公产），而“常住之歉薄”会导致“香
火之不继”，说明此时公产的规模应该比较有限。 第四，面对田产被侵占的状况，湖广客民诉诸官府，
发出“岂忍任听侵占、坐视剪灭，为后人唾骂”的愤慨，潜意识中凸显了前人初期置业时筚路蓝缕的艰

辛。 第五，家祠的产业被侵占之时，客民们最担忧的是“香火不继”“后人唾骂”“神明阴谴”，说明初

期的家祠中供有神祇，虽不能判定当时的“神明”到底是祖先还是其他神祇，但似乎可以看到初期的

移民组织在功能上有家祠与神庙相结合的趋向。
其他一些史料中也不断出现与家祠相关的一些表述。 乾隆二十二年的一份《立改过字》中载：

“立改过字。 僧性常，情因寿佛寺历年由单、契券，合省验过，存庙交僧，此乃家祠定规。”①乾隆三十

六年《募捐重修会馆引》中，则更直接地透露出湖广会馆之前身“固家祠也”，“东郡之有三楚会馆，固
家祠也，一楚望也。 溯创建于昔人，实思巩固，百代裕贻，谋于来许，正谓克守先徽，此前修不坠，而明

禋常昭乃者。”②此外，还有一通现存碑刻亦是“家祠”曾经存在的实物力证。 乾隆三十年，禹王宫竣

工时，特立《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③碑额中“新建”和“重修”二词，说明在乾隆三十年以前，禹王

宫是不存在的，而“家祠”是确切存在的，否则也不会有“重修”之说，从乾隆三十年“重修”的背后，或
可知家祠的建立时间已不短，还可想见之前家祠已经残破，抑或是规模太小，已经不适应现实需求。

总之，在湖广会馆形成的早期，曾存在一个既是家祠、又是神庙的组织，这个组织或许是以神庙

作为活动场所，以家祠作为组织形式。 至于为何把神庙作为家祠，笔者推测，一方面，初期客民来到

迁入地之后，可能把祖先的牌位带到迁入地，在无力建立家祠的时期，人们或许直接把祖先牌位供奉

于神庙中；另一方面，据《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可知，早期移民流动性非常强，生活条件艰苦，生死颇难

预卜，他们经过山水迢迢到达迁入地之后，一部分人定居下来，但也有不少人又返回原籍，或是客死

异乡，这些人去世之后把财产捐给神庙，而神庙可能负责供奉其牌位。 例如，湖广宝庆府柳国山在东

川去世之后，“所遗田土、荒地、山岭无人承受”，于是捐入寿佛寺，“以作逐年七月半国山香灯烧纸之

费”。④ 凡此种种，使得神庙和家祠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需要说明的是，家祠与神庙并没有非常严

格的先后顺序，它们在基层社会中往往呈现出相互寄居的状态，而在日常称呼中，人们往往沿用老的

称呼，或使用能最大程度体现自身心理需求的称呼。

三、僧人代管：早期的神庙及其内部管理

如前所述，在湖广会馆正式形成之前，来到东川府的湖广客民以捐资等形式建立起一种“亦祠亦

庙”的社会组织，而这个组织中的“庙”到底为何庙，组织内部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要了解这些问题，
我们不得不先来追溯后来文本中出现的“寿佛寺”和“东岳庙”的历史。

（一）寿佛寺

囿于史料阙如，我们无法知晓湖广会馆内的寿佛寺最早建于何时，但或可从东川府的佛教信仰

中得到解读。 寿佛寺的建立与当地的佛教信仰密切相关，这是毋庸置疑的。 实际上，东川府早有佛

教信仰的传统，对于佛教神祇多有供奉，如府城内的如来寺“在金钟山下孟琰祠前，每岁四月八日

夷人演戏酬愿，祀之惟谨”。 距离府城一天路程的娜姑地区，亦有关于“观音送水”的佛教故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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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僧性常改过字约及状词官批等项》，第 ５４ｂ 页。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３《募捐重修会馆引》，第 ３ａ 页。
《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乾隆三十年），现存于云南省会泽县古城内湖广会馆旧址，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温春来教授于

２０１２ 年田野调查时所录。 感谢温老师提供的诸多材料。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水坪子田地山岭》，第 ３２ａ—３２ｂ 页。



川改土归流时，那姑树卑古地方无水，忽有一老妇向夷妇化斋，答云有米无水，老妇云何难，遂以手

杖向岩边数画，倏时清泉流出，后遂溉田数十亩，至今有观音寺祀之。”故事中的“观音”化作老妇，
为“夷妇”解决了缺水难题，可见原住民的观念中亦有佛教信仰的成分。 而位于府城外的五里村和

十里村还有两个寿佛寺，可见寿佛寺不仅在府城之内存在，在府城之外亦有分布。① 从当地的习

俗、传说故事以及后来的方志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佛教并不是外来移民大规模进入东川之后带来

的信仰，而是其固有之信仰，且寿佛寺也并非仅东川府城内这一处，而是遍及府城之外的村落。
关于湖广会馆内寿佛寺的较早身影，在《禹王宫碑》（乾隆三十二年）中可寻见蛛丝马迹。 碑文追

溯湖广会馆早期的历史时说：“滇东城东关外寿佛寺……吾楚来滇之人一会集处也。”②可见寿佛寺

是楚人来到东川后的一个移民据点。 又据一份官方颁发的土地“垦照”所载，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十七

日，湖南衡州府费常璋把一处位于水城的庄田施给寿佛寺，③可知后来湖广会馆中的这个寿佛寺至迟

于康熙四十六年已然存在。
综上，笔者认为，寿佛寺应该是康熙三十八年东川改流之前或改流之初已经存在的，至迟不会晚

于康熙四十六年，湖广移民辗转到达东川之后，很可能把这里当作一个会集的场所或是中转站，又从

这里扩散到府城之外的矿区和乡间。
（二）东岳庙

雍正《云南通志》将东岳庙列入“群祀”，并称：“东岳庙，在府城东门内，本朝康熙三十九年建。”④

这个时间还是非常可信的，因为东岳庙以泰山东岳大帝为祭祀神祇，根据赵世瑜的研究，东岳庙普遍

见于全国各地的各级城市（而非乡村），向来带有较强的官方正祀的性质。⑤ 在笔者对湖广会馆进行

田野调查时，会馆内的卯姓道长亦告诉笔者，东岳庙以前是“官庙”。⑥

东岳庙这种官方正祀的性质，可能也是其被建在府城东门附近的原因。 康熙三十九年正是东川

府改流之后的第二年，在此处修建具有官方正祀象征意义的东岳庙，并由官方参与祭祀，可谓顺理成

章。 乾隆《东川府志》亦载：“东岳庙……每岁立春前一日迎土牛于此，五月谷日、三月二十八日致

祭。”⑦这个立春前的“迎土牛”仪式，便是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盛行的“鞭春”。 遍检明清府县志书中的

“祀典”部分，有关地方官员参与“鞭春”仪式的记载十分常见，在与东川相邻的云南嵩明州，亦有“立
春前一日，具彩仗，迎芒神、土牛于东郊迎春亭，迎入州署，行礼，次日审时鞭春”的习俗。⑧ “鞭春”仪
式由府县官员主持，于立春前一日到东川府城东门附近的东岳庙祭拜句芒神，隶役把事先准备好的土

牛抬入府衙的彩棚内，谓之“迎春”。 次日立春时，又把土牛抬出，用木棍把“春牛”打碎，谓之“鞭春”或
“打春”，围观的人群会抢夺打碎的土块，“据说此土块放于自己的田或地中会使农田丰收”。⑨ 这样的

仪式活动让官员和民众共同参与，无疑是一个强化国家认同、推广农耕文化的绝佳时机。
综合东岳庙的性质以及在此举行的仪式活动，可知东岳庙建于康熙三十九年，带有较强的官方

正祀的性质，可谓改流之后官方文化在东川府展演的场所。 对于地方社会以及移民组织而言，崇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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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以上参见乾隆《东川府志》卷 ７《祠祀》，《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 １０ 册，第 ６４ 页。
《禹王宫碑》（乾隆三十二年），现存于云南省会泽县古城内湖广会馆旧址。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水城田庄》，第 ６ｂ 页。
雍正《云南通志》卷 １５《祠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５６９ 册，第 ４４６ 页。 引文中的东岳庙即是湖广会馆中的东岳庙，因

为在实地田野调查中，湖广会馆内的东岳庙正位于东川府城东门附近，且周围有且仅有这一个东岳庙。
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

年第 ６ 期。
采访人：李培娟。 采访对象：卯姓道长，长年居住于东川湖广会馆内，参与湖广会馆的经营管理以及周边地区的法事活动。

采访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 采访地点：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古城内湖广会馆旧址。 李培娟笔录保存。
乾隆《东川府志》卷 ７《祠祀·群祀》，《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 １０ 册，第 ６３ 页。
康熙《嵩明州志》卷 ５《典礼志》，康熙五十九年刻本，第 １４ａ 页。
卞伯泽：《会泽文化之旅：古城遗韵》，云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８２ 页。



这种具有官方正统性象征的神明，也不失为一种改变社会地位的文化手段，甚至东岳庙的存在或许

正是客民寻求自我合法性存在的巧妙“包装”。
至于寿佛寺和东岳庙孰先孰后，我们无从确定，但是孰轻孰重则可推知。 从湖广会馆的内部资

料———《东川湖广会馆传书》以及留存的清代碑刻来看，“东岳庙”很少单独出现，而是以“寿佛寺东

岳庙”的文本形式出现，“寿佛寺”通常在前，“东岳庙”往往居后。 且在湖广会馆的所有房屋、田产契

券中，出现的也是“立合同人寿佛寺”①以及“召到寿佛寺承买为业”②这样的叙述。 作为湖广会馆这

一“控产机构”的“法人代表”，一直是寿佛寺，而非东岳庙。 可见，在湖广客民的意识中，寿佛寺更能

代表其最切实的利益。 从内部管理者来看，在不同时期，“寿佛寺东岳庙住持真彻”“寿佛寺东岳庙住

持僧如性”的表达亦很常见，可知寿佛寺和东岳庙背后的住持僧人是同一个，寿佛寺和东岳庙的关系

类似于“两个机构、一套人马”的架构，两个神庙的结合，体现出民间信仰与官方祀典的微妙互动。
（三）神庙的内部管理

前已叙及，家祠、神庙得以建立，赖于湖广客民“人人捐资，童叟有分”，充满了筚路蓝缕的艰辛，
后来源源不断的产业捐施者，也都是来自湖广的客民，那么，家祠、神庙的产业所有权，无疑属于参与

捐资的全体湖广客民。 另外，可以非常明确的是，住持僧人曾在产业经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其一，作为产业凭证的由单、契券，在客民查验过后，存放在神庙中，由神

庙的僧人来进行保管，并已成为一项实行多年的“定规”：“寿佛寺历年由单、契券，合省验过，存庙交

僧，此乃家祠定规，原上交下接，轮流经查，毫无有失。”③其二，僧人是名义上的产业代理人。 这在湖

广会馆留存下来的诸多“遵照”、④施白中有所体现。 在康雍时期以及乾隆早期，这些垦照、施白等都是

颁发给寺庙及僧人的，持照者中并未出现客长、头人、首事等人群，如表 １ 所示。 其三，僧人负责对常住

产业进行经营和管理。 如康熙五十九年，湖广客民邓三英久病难愈，将其产业施入寿佛寺，其中有一块

荒地，住持僧人即“募化牛工，于本年开凿成地”。⑤ 再如雍正元年，“有住持僧如性募化工本，将陆地

内开成水田八亩”，开垦好之后僧人又向官府申请了遵照、由单，之后又把土地租赁给“猓佃”戈着、颇
第、魏涵元、者得、颇塔等人分耕，佃户则“按年上纳租谷，交与住持僧收用”。⑥ 湖广会馆这种依靠寺

庙及僧侣来管理产业的运作模式并不少见，同城内的关西会馆亦“醵金置田□□，住持典守其事”。⑦

可见僧人负责对产业进行拓展和维护，并直接收取利益。
表 １ 康雍时期及乾隆早期产业凭证中的僧人

时间 文本 资料来源

康熙四十六年

二月十七日
“为此照给寿佛寺东岳庙住持遵照事理”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水城庄田·遵照》，第 ７ｂ 页

雍正元年

九月十五日
“右照给寿佛寺东岳庙住持僧如性”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拖罗田地·遵照》，第 １５ｂ 页

乾隆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日
“右照给寿佛寺住持僧雨南遵守”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水坪子田地山岭·施白遵照》，第

３４ａ 页

乾隆二十八年

八月十五日
“本寺住持僧雨南、自玉收执管业”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 《歹戈田庄·施白上首契约》，第

３７ｂ—３８ａ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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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水坪子田地山岭》，第 ３４ａ 页。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以舍田地》，第 ４２ａ 页。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僧性常改过字约及状词官批等项》，第 ５４ｂ 页。
“遵照”，又称“垦照”“垦单”等，是官府颁发的一种土地凭证。 拥有了垦照，即意味着拥有了官方承认的土地合法产权。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拖罗田地·遵照》，第 １４ａ 页。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拖罗田地·厅主勘察详报》，第 ２０ａ 页。
《关西会馆碑记》（乾隆四十六年），此碑现作为建筑石料镶嵌于云南省会泽县古城内福禄寺西侧墙壁上。



　 　 综上可见，在湖广会馆的早期雏形中，神庙系统中的僧人作为产业的代理人，不仅仅是一种象征

性的存在，也是切实的经营者。 在移民到达的初期，移民与僧人之间尚能建立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
同乡籍人可以较放心地依赖僧人来处理移民组织的内部事务，这种“僧人代管”的模式或许较同乡籍

人自己来处理更为有效。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客民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日渐增强，移民组织的

规模也由简陋而增宏，“僧人代管”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四、旧轨难循：移民势力的壮大与“僧人代管”模式弊端的凸显

乾隆二十四年是湖广会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发生的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后
来成为了湖广会馆内部转型的机缘。

（一）禹王宫的新建

乾隆二十四年，有人提议在寿佛寺前的闲置空地上建禹王宫，壮大楚人声威。 此事《禹王宫碑》
（乾隆三十二年）有载：“乾隆己卯秋，吾楚有乡老视寺前已余地数亩，坦然一园，其气局旨弘敝、眼界

旨宽阔，乃欣欣然曰：‘斯地也，曷使其闲，胡不重建禹王、帝主宫殿，愈壮吾楚旨嘉会矣？’”①提议修

建禹王宫的“乡老”显然不是一般的老乡，很可能是客民中经济实力或组织能力较强者，因为这个工

费浩繁的项目马上被提上了议程。 在同乡决议之后，款项的募集也循序展开，如《禹王宫碑》中所载，
“各首持吥，广募于楚中乡友，共襄兹举。” 《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又载，募捐之后的第二年冬天，
“同乡诸人遂协为经营，庀才鸩工，圯者修，废者补，用展规格，又于新建殿前启演剧一台。”乾隆三十

一年，禹王宫终于落成。② 自此，作为湖广客民故地神祇的大禹王、帝主在东川府得到供奉，后世文献

记载中的“禹王宫”也是在此时才出现的。 禹王宫历时六年建成，气势宏伟，府城之外的汤丹、落雪、
大水沟等各大矿厂的湖广客民均有捐资，此时的神庙不仅仅是楚民来东川的一个移民据点，还成了

湖广人的一个象征。③

（二）客民与僧人的诉讼案

也是在乾隆二十四年，湖广客民把寿佛寺的僧人告到了官府，起因是一起偷窃案件。 这起诉讼

案的原告为以詹孔生等八人为代表的湖广客民，被告是法号为性常的寿佛寺僧人。 湖广客民称性常

不仅“夜宿俗家，淫行无所不为，不守清规”，还“私窃由单、遵照、田契、绘图盗卖”，又“盗卖租谷银七

十余两”，甚至在积蓄了一定的资金、当上僧官之后，作威作福，“动逞恶态”。④ 在讼词中，我们可以

明显看出湖广客民对僧人素质、忠诚度、管理能力的严重怀疑，僧人代为管理产业的运作模式，已经

弊端丛生，难以再续。
面对湖广客民“声泪俱下”的控告，官府对此案的批示为：“寿佛寺田土什物，原系汝等醵金捐置，

当初容其住寺接受庙产，亦系汝等自行允许，并非经官所断。 汝等私事，去留由汝，官府亦不便过

问……汝等即将性常逐出，另招可也。”⑤这份批示先说“寿佛寺田土什物，原系汝等醵金捐置”，道明

寿佛寺的田土什物为湖广客民所有，充分肯定了湖广客民的产业所有者身份；又说当初湖广客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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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禹王宫碑》（乾隆三十二年），现存于云南省会泽县古城内湖广会馆旧址。 碑文中乾隆己卯年（即乾隆二十四年）的“重建”似
乎与前文《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乾隆三十年）的“新建”相矛盾，但笔者认为实际上并不矛盾，原因有二：一是，从《禹王宫碑》中可

知，乾隆二十四年之前，此地是一块闲置空地，“余地数亩，坦然一园”，为了利用这块空地，乡老提议建禹王宫，换言之，在提议之前，这
块空地上并没有禹王宫。 二是，《禹王宫碑》的内容是以湖广籍一位乡老的口吻来诉说，乡老所谓“胡不重建禹王、帝主宫殿”，应该是

说之前湖广原籍有禹王、帝主宫殿，而东川没有，因此希望在迁入地重建供奉原籍神祇的禹王、帝主宫殿。
关于禹王宫的落成时间，《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言“乙酉（引者注：乾隆三十年）工竣”，《禹王宫碑》则言“丙戌（引者注：

乾隆三十一年）秋始庆落成”。 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因为此次修建“工费浩繁，难期速成”，所以是“渐次修造”的，很可能

是乾隆三十年完成了主体工程，三十一年其他杂项也结束。 为稳妥起见，笔者以乾隆三十一年为禹王宫竣工时间。
温春来：《矿业、移民与商业：清前期云南东川府社会变迁》，温春来主编：《区域史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２ 辑，第 １２１—１２４ 页。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僧性常改过字约及状词官批等项·原词》，第 ５６ａ 页。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僧性常改过字约及状词官批等项·奉批》，第 ５７ａ 页。



许僧人住在寺中管理庙产“亦系汝等自行允许”，认定僧人乃是湖广客民自行任用，自然可以自行裁

决、“去留由汝”，揭示了僧人只是代为管理产业的经营者角色。 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可看出官府明

面上“不便过问”，实际上已经把案件的主动权交给了湖广客民。 有了这份批示，湖广客民从僧人手

中收回管理权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综上，随着禹王宫的修建以及与官方势力的结合，湖广会馆的势力逐渐壮大，姑且不论上文的诉

讼案孰是孰非，湖广客民隐忍已久，僧人代管产业的模式弊端凸显、旧轨难循，客民想收回产业的管

理权应该已是不争的事实。 湖广客民捐资置业，也承担产业经营不善、甚至资产化为乌有的风险，是
风险的实际承担者；神庙内的僧人一度拥有产业的经营权，但大概到了乾隆二十四年，经过几十年的

积累，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这种经营方式难以为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管理者的僧人素质低

下、管理能力欠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湖广客民在危机的处理中联合官方的力量驱逐僧人，收回僧

人手中的权力，亦是规避风险的表现。

五、从神庙到会馆：地方权力的转移

若从康熙三十九年算起，至乾隆二十四年，僧人代管的经营模式已存在了半个多世纪。 大概经

过了两代人之后，在湖广会馆的契券、遵照、施白等资料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之前未出现的客长、头
人等角色，并逐渐成为掌握实权之人，而湖广会馆也逐渐走向了“辉煌”时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一）会馆规模的扩展

会馆实体建筑规模的扩大，无疑是客民经济实力的体现。 从乾隆二十五年到三十一年，经过六

年的施工之后，禹王宫落成，但湖广会馆的建设并未止于此。 乾隆中后期湖广会馆的迅速崛起，从其

建筑规模的扩展中可得到直观反映。 在禹王宫初步落成时，已显示出富丽堂皇的气质，《新建禹王宫

重修家祠碑》（乾隆三十年）称其“取材则梗□杞梓，庙貌巍峨也；绘事则黝恶丹漆，金碧辉煌也”；禹
王宫完工后，新的《禹王宫碑》（乾隆三十二年）碑文中进一步描述了禹王宫气势恢宏的景象：“殿貌

辉煌，栋宇壮丽，□□墙垣，焕然一新”。 据《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 （乾隆三十年）载，湖广会馆首

次形成了“神禹、东岳、寿佛为之坐镇而护佑”的局面，奠定了后来湖广会馆与禹王宫、东岳庙、寿佛寺

三个神庙“馆庙一体”的格局。 也就是说，后人所见之湖广会馆“一馆三庙”的格局，是乾隆三十年之

后才形成的。 寿佛寺最初建立的确切时间我们无从考证，但即便从康熙三十九年东岳庙建立起算，
这个格局的形成也经历了六十多年。 乾隆三十六年，会馆发布了《募捐重修会馆引》，倡议商民捐资

重修会馆，“分冰剖雪，勿惜小费”。① 总体来看，乾隆三十年之后，会馆规模进一步扩大，详见表 ２。
表 ２ 乾隆三十年之后湖广会馆的建设情况

时间 修建项目 资料来源

乾隆三十一年 禹王宫竣工 《禹王宫碑》（乾隆三十二年）

乾隆三十六年 开始建造正殿、东西两廊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６《催收功德尾欠并议修葺传书壁单》，第 １ａ 页

乾隆四十三年 粧塑金像、彩画、油漆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６《催收功德尾欠并议修葺传书壁单》，第 １ａ 页

乾隆四十六年 修建财神殿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６《催收功德尾欠并议修葺传书壁单》，第 １ａ 页

乾隆四十八年 修观音大士像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６《修观音大士像龛各善信女捐目》，第 ２０ａ 页

　 　 需要说明的是，表 ２ 所列仅为比较大型的项目，实际上，从乾隆三十年之后，会馆一直在进行一

些诸如修墙脚、上梁、竖扇等小项目，还逐年添置桌凳、瓷器等家具。② 会馆建筑规模扩展和内部装潢

精致，无疑是移民定居化过程中对其发展成就的自我展示，不同籍的移民群体之间、移民与土著之间

不断竞争、合作，会馆建筑的争奇斗艳也是各类人群之间复杂关系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从倡议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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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３《募捐重修会馆引》，第 ３ｂ 页。
《东川湖广湖广传书》卷 ６《计开逐年出用总数》，第 ５ａ、６ａ、６ｂ、７ａ 页。



起到资金的募集，再到修建日期的择定，又到工程的监督管理，随处可见首事的身影，“首事督修”成
为工程顺利开展的有力保障。①

（二）官方力量的持续加持

会馆势力的不断增强亦可从会馆重大活动的参与者之身份地位得到证明。 最突出的是，乾隆三十

年禹王宫竣工，特立《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此碑由“赐进士出身、鸿胪寺卿、督理云南粮储道加五

级、纪录十六次罗源浩”撰文，并由“中宪大夫、知东川军民府事、前临安府正堂、军务加三级、随带纪录二

次、又纪录十二次方桂”以及“昭通府□寨巡厅、署则补巡厅、兼管钱局厂务事、纪录四次、计大功一次何

达宪”书写。 “罗源浩”“方桂”“何达宪”这三个名字之前冗长的职衔颇有会馆以官员来“壮门楣”的意味。
东川府会馆众多，会馆总数在云南名列前茅，②湖广会馆能请到云南粮储道、东川府知府以及隔壁昭通

府的官员显贵来撰文和书丹，可见当时湖广会馆在地方上非同一般的势力，以及与官方力量的互动。
不仅如此，在一些零碎史料的踪迹中，我们还可窥见更多湖广会馆与清政府官员密切交往的细

节。 如上文已提及的罗源浩，其于乾隆二十四年来到东川；乾隆三十年为禹王宫撰写《新建禹王宫重

修家祠碑》碑文；乾隆四十年，罗源浩离开东川府时，湖广会馆赠其“赆银”２００ 两，还赏给其随从人员

银 ５０ 两，并举办了请客吃饭、演戏等活动，这笔不小的开支被如实记录在湖广会馆当年的账簿中。③

与湖广会馆有经济往来的官员不止罗源浩一个，如乾隆四十五年汤姓官员到东岳殿上匾，湖广会馆

赏其从役银 １５ 两，此事在当年湖广会馆的账簿中，亦清晰记有“迤东道汤□□上东岳殿匾，赏给从役

银十五两”字样。④

无论如何，各级官员与湖广会馆有过密切往来当是事实，这很可能为湖广客民在东川势力的进

一步壮大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湖广会馆不惜重金直接或间接取悦官员，他们背后的人情、利益关系

亦可想见。 总之，湖广会馆的发展壮大与官方力量的加持几乎是同步推进的，他们之间相互促进。
正是在官方、客民等复杂力量的多方互动下，湖广会馆在乾隆中期以后迎来了持续的繁荣。

（三）客长、头人成为会馆产业的实际经营者

除会馆实体建筑规模的扩展外，会馆所拥有的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详
见表 ３。
表 ３ 湖广会馆的产业来源情况

时间 产业名称 产业来源 备注

康熙四十六年 水城田土 衡州府费常璋施入 捐施

康熙五十九年 拖罗田地 宝庆府邓三英施入 捐施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翅落田地 郴州府谢老实室人丁氏施入 捐施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 水坪子田土、荒地、山岭 宝庆府柳东海施入 捐施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苫片房屋 衡州府衡山县单士元、单彩玉施入 捐施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洒海村田地 衡州府清泉县徐圣传施入 捐施

乾隆二十八年 歹戈田庄 武昌府江夏县毕其珠施入 捐施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以舍村田地 萧李氏（以舍村人）所卖 买入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二 以舍村基地、菜园 黄凤鸣（以舍村人）所卖 买入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碧古坝熟田 段崇禄（碧古坝大桥段家村大寨人）所卖 买入

　 　 资料来源：据《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水城田庄》《拖罗田地》《翅落田地》《水坪子田地》《歹戈田庄》《以舍田地》《碧古坝大桥段家村田地》（第

５ａ、１２ｂ、９ｂ、３１ｂ、３６ｂ、３９ａ、４１ｂ、４５ａ、４７ａ 页）相关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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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川湖广湖广传书》卷 ３《募捐重修会馆引》，第 ３ｂ 页。
马晓粉：《清代云南会馆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１２—１１３ 页。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６《计开逐年出用总数·乾隆四十年内用项》，第 ８ｂ 页。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６《计开逐年出用总数·乾隆四十五年内用项》，第 １４ａ 页。



从表 ３ 可见，乾隆三十年之前，湖广会馆的产业主要来自湖广客民源源不断的捐施；乾隆三十年

以后，湖广会馆的产业来源发生了新的变化，客民开始积极到离府城更远的地方购买田产、房产，不
断拓宽收入渠道，为会馆的日常开支增加稳定的收入来源。 而在买入产业的过程中，客长全程主导，
从《东川湖广会馆传书》所载乾隆中后期的施白、田契等来看，签订施白、契约的“户头”虽然依旧是

“寿佛寺”，但是施白、契约中逐渐不再出现僧人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客长、头人等。 乾隆四十五年

湖广会馆给萧李氏买田地的一份田契中明确提到，“自卖之后，任凭阖省客长、头人投税拨册，更名输

赋。”①其他契券也显示出类似的特点。
总之，随着湖广客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在乾隆二十四年以后，会馆建筑规模大幅扩展，在官方力

量的持续加持下，会馆的经营权逐渐从僧人手中转移到湖广客民手中，客长、头人、首事等成为湖广

会馆新的代理人和经营者，主导着会馆建筑的建设和会馆资产的运营。 “寿佛寺”虽然还是户名，但
是神庙显示出被“边缘化”的趋势，在资产管理中逐渐失势，僧人的名字也渐渐在施白、契券中隐

没了。

六、结论

在现今的文本中，禹王宫、寿佛寺、东岳庙都是东川湖广会馆的“别称”，三个神庙除了供奉神祇

的不同，其他并无二致。 实际上，家祠、神庙和会馆并不是天然结合在一起的，而是不同时期历史事

件层累之后的结果。 前人往往会忽略对会馆形成初期的历史回溯，把家祠、神庙和会馆的“相伴相

生”当作理所当然的现象。 探讨会馆形成之初的早期历史，对于认识清前期西南社会的变迁以及移

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东川湖广会馆为例，试图将不断层累的文献回溯到当

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从留存下来的会馆志书、碑刻等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探索清前期西南地区移民

在地化的历史。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大概在康熙三十八年东川改流之前或改流之初，寿佛寺已经存

在，湖广移民到达东川之后，把这里当作一个会集的场所，寿佛寺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原住民与新进

客民相互衔接的历史；康熙三十九年，代表官方祀典的东岳庙建立，官方在此举行“鞭春”仪式。 初期

的湖广客民以寿佛寺、东岳庙为依托，建立了一种“亦祠亦庙”的控产组织，这个组织以“寿佛寺”为户

名，其资产及契券由神庙中的僧人保管，资产亦由僧人来运营，但随着产业的不断增加以及客民人数

的增多、经济实力的增强，这种“僧人代管”运作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乾隆二十四年是家祠、神庙转型到会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客民与僧人的诉讼争端之后，

客民在官方力量的巧妙支持下，掌握了产业的所有权和实质经营权，并开始修建具有湖广客民象征

的禹王宫，强化身份认同。 乾隆三十一年，禹王宫落成，“一馆三庙”的格局正式形成，会馆之名与会

馆之实更加凸显，湖广会馆进入辉煌时期。 在客长、首事等人的经营下，会馆拓宽了收入渠道，同时

积极与官方互动。 可以说，禹王宫代表的是客民落地生根之后蓬勃生长的历史，显示出基层社会的

活力。 而祠庙向会馆转化的深层原因，与其说是祠庙弊端的凸显，不如说是移民经济实力增强后对

产业经营权的追回。 当然，在东川府的众多会馆中，湖广会馆的建筑规模、产业规模之所以如此突

出，其基本原因仍在于经济实力的强劲，同时也离不开其背后的政治实力和社会影响力。
这种由家祠、神庙发展而成会馆的移民组织运作机制并非东川湖广会馆所特有，其他会馆与湖

广会馆的经历亦有一致性。 东川府城内的江南会馆在清前期仅为一个祭拜华佗的小庙，后来不断添

建，增加白衣阁、关帝庙等，②直至乾隆二十六年③仍然是由三个庙宇结合而成的复合体，丝毫不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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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２《以舍田地》，第 ４３ｂ 页。
乾隆《东川府志》卷 ７《祠祀·寺观附》，《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 １０ 册，第 ６４ 页。
此年为乾隆《东川府志》成书之时间。



南会馆的踪影，江南会馆的真正形成，甚至要到民国初年。① 东川府城之外的会馆亦有相似的发展逻

辑。 如在东川府城外的娜姑镇白雾村，原籍江西临江府的邹氏兄弟四人因经营药材、碗花于乾隆元

年入滇，之后与同籍肖、谢、罗、丁、管、邬、朱等九姓筹资建盖庙宇，当地人统称为江西庙，这个庙宇后

来便发展为白雾村的江西会馆，②至今遗址尚存。 有理由相信，在清代其他地区的会馆发展历程中，
亦不乏类似的现象，但还需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

厘清会馆形成初期与家祠、神庙等的内在关联问题，其意义不止在于考证孰先孰后，更在于通过

会馆这一组织形态的内部变化，了解“馆庙一体”现象的形成过程，进而认识移民社会发展与会馆之

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东川府湖广会馆的经验表明，清前期西南“新辟夷疆”的移民组织呈现出多层

面、系统性的运作机制，这里的会馆固然有其商业上的功能，但更多是一个移民的据点。 一方面，会
馆的形态会随着移民扩张的进程而演变；另一方面，会馆也能够折射出移民“再组织”的进程，其对于

促进移民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与融合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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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会泽当地的文史资料所述，民国初年，旅居会泽的江南籍同乡在筹建江南会馆时，“选定白衣阁关圣殿前加以扩充改建，
拆除前殿天子台，增建书楼、戏楼，从此，关圣殿及殿前部分建筑，即变为江南会馆。”参见卞伯泽著，会泽县旅游局编：《会泽之旅》，云
南美术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５ 页。

邹永金等编：《邹氏家谱》，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印行，第 ６０ 页，现藏于云南省会泽县白雾村邹氏家族。 此族谱保存了清代、民
国时期两本老谱的诸多内容，还誊抄了多通清代碑文，因此对于清代历史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